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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迅猛发展、不断变革, 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其中一个核心关

切便是在人类与 AI 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之下, 人类是否会对机器人持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关怀并对其做出利他行

为。目前, 鲜有研究探讨哪些文化心理因素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本研究旨在

从多元文化经历的视角开展科学探索。基于中西两种文化样本的研究发现, 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正向预测人类对

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人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起部分中介作用。此中介模型在中西文化被试中不存在显著文化差异, 

表明该模型具备一定的文化普适性。最后, 线上启动实验研究虽未能证实因果机制, 但存在符合研究假设的总体趋

势。本研究丰富了多元文化经历的下游效应, 对探讨何种前因变量会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解释机制

做出了一定的原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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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革命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然而心理学

与人工智能交叉地带的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亟需

积累更多理论指引和科学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机

器人应用已然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扫地机器人、服务型机器

人 , 到执行高风险与高心智能力任务的军事机器

人、医学诊断机器人等, 机器人的普及程度和对人

类社会的重大影响日渐增加。尽管人工智能在技术

和应用上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解决现实问题的

效率与质量, 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复杂的道德伦

理 问 题 。 专 攻 认 知 科 学 与 人 工 智 能 的 哲 学 家

Klincewicz (2016)认为, 今时今日的人们想要过上

“道德生活”的难度远高于古人所处的年代, 这是因

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已

经与快速更新迭代的科技生活脱节, 无法满足当代

社会所出现的新的道德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道德

滞后” (moral lag)现象(丁晓军 等, 2020)。因此, 心

理学家应当前瞻性的探索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

来的道德伦理问题, 并与哲学、社会学、工程师、

人工智能产业等开展合作进行对话性的研究, 以期

更好的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 规避可能带来的伦理

风险, 构建人与人工智能的良好生态关系。 

1.1  机器人是否可能拥有道德地位？ 

人与机器人的交互接触是双向的, 机器人在危

机管理、军事航空、医疗、教育等领域为人类提供

极大的便利(Bigman & Gray, 2018)。由此, 基于人

类固有的互惠利他原则, 人们开始呼吁人类也应当

关心机器人的权益, 甚至赋予机器人类人的道德考

量, 即给予机器人与人类同等程度的道德关怀和道

德 权 益 (Lund et al., 2007) 。 谷 歌 工 程 师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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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olne 公开呼吁 AI 有灵魂有意识, 应该享受与人

类一样的基本权利, 这位工程师甚至打算帮助聊天

机器人 LaMDA 聘请律师以争取其应有的合法利益, 

保障其享有法律所赋予“人”的权力。心理学家基于

“计算机是社会行动者”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框架(Nass & Moon, 2000), 提出人类对机器人的行

为是亲社会模式的。也就是说, 当人们以亲社会的

方式对待人类和机器时, 动机和认知过程是类似的, 

其中包括将机器视为人类 , 将机器进行社会分类 , 

受到机器的社会影响 , 以及对机器体验社会情绪 , 

比如共情等(Nielsen et al., 2021)。当人们将机器人

视为与人类同等的对象时, 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产

生, 人类对于与自己同属于人类的外群体成员都不

一定将其纳入道德圈的范畴, 而“类人”的机器人群

体又是否会拥有和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呢？因此, 

伦 理 学 家 提 出 了 “ 伦 理 行 为 主 义 ” (ethical 

behaviourism)理论, 该理论强调机器人在人类心目

中拥有道德地位的可能性, 如果机器人在行为表现

上与其他具有重要道德地位的实体大致相当, 那么

机器人就可以拥有道德地位(Danaher, 2019)。也就

是说, 人们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将机器人纳入道德考

量的范围。还有研究者认为, 从道德进化论的角度

而言 , 人类的道德圈拓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文化、技术、社会制度

等。未来社会中, 道德圈的拓展将持续加大, 可能

会包括更广泛的人类群体、机器、人工智能等范畴

(Anthis & Paez, 2021)。本研究旨在探讨哪些文化心

理因素可能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从心理

学的角度理解人类是否将机器人纳入道德考量的

范围将有助于完善现有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中对

机器人身份的界定问题：对于人类而言, 机器人究

竟仅仅是工具, 还是值得被善意对待的实体存在？ 

1.2  人类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当人类将一些人或物纳入道德考量的范围后, 

人们愿意赋予这些人或物亲社会的意愿和行为。比

如, 人们会将人道主义和环境问题优先于个人的利

益 , 牺 牲 自 己 的 生 命 来 拯 救 其 他 人 或 动 植 物

(Crimston et al., 2016)。当人们将机器人纳入道德考

量的范围后, 一个最重要且直观的体现就是人们愿

意对机器人做出道德行为。利他行为是最基础的道

德行为(Fabes et al., 1999; Osswald et al., 2010)。在

日常生活中, 人们可能对机器人做出一些微小的利

他行为, 比如避开上菜机器人的行进路线, 帮助扫

地机器人处理其无法触及的区域等。 

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已有研究表明, 机器人自身的物理和行为特征

会影响人们对其的利他态度和利他行为。相比那些

人为遥控的机器人 , 当机器人表现得更具自主性

(autonomy)时, 人们会更快地响应机器人的求助请

求(Somanader et al., 2011; Srinivasan & Takayama, 

2016)。Lee 和 Liang (2016)发现, 如果机器人在之

前的问答游戏中做出了有用的帮助行为, 那么被试

会更愿意帮助它, 说明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也

会遵循互惠原则。此外, 机器人自身的社会类别线

索也会影响人们对其的利他行为。Siegel 等人(2009)

的研究表明, 与发出男性声音机器人相比, 男性对

发出女性声音的机器人有更多的捐赠行为。除了机

器人的物理与行为特征外, 个体自身的特征也会影

响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例如, 拟人化倾向(指

将人类的外部特征与内在心理状态赋予机器人的

倾向)高的个体会对机器人有更多的共情, 从而提

升对机器人的接受度和利他行为(Kühnlenz et al., 

2013; Nijssen et al., 2019; Nielsen et al., 2022)。另外, 

“诚实−谦逊(Honesty-Humility)”人格倾向较高的个

体会在博弈游戏中给 AI 分更多的钱(Nielsen et al., 

2022)。然而, 前人研究关注人类自身特征对机器人

利他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 需要进一步从理论阐述

和实证层面探索哪些个体因素会影响人类对机器

人的利他行为, 以及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如何。 

1.3  多元文化经历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是人类给予机器人

道德考量的基本行为体现, 哪些个体因素可以促进

这种利他行为呢？利他的本质是平等对待他人的

同理心和关注他人利益与福祉的道德观念(Batson, 

2011),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 道德判断与道德行

为并不是理性的过程,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是更

情绪化及更灵活的过程(Pizarro et al., 2006)。利他

行为作为一种道德行为, 也会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

的影响。个体的生活经历, 尤其是多元文化经历可

以增加人们对新事物的接纳以及认知上的灵活性

(Tadmor et al., 2006)。因此, 本研究聚焦多元文化

经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影响, 以丰富对机器人利

他行为提升机制的实证探索。 

多元文化经历是指人们直接或间接与外国文

化元素或文化成员接触或互动的体验(Leung et al., 

2008), 强调个体在不同层次文化中的综合体验。胡

晓檬等人(2021)系统梳理了多元文化经历的概念界

定、测量工具、操纵范式以及多元文化经历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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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双刃剑效应”。多元文化经历可

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心理与行为后果, 比如不道德

行 为 (Lu et al., 2017), 文 化 震 荡 与 外 群 体 排 斥

(Morris et al., 2015)等。同时, 多元文化经历也会带

来诸多积极影响。已有研究发现, 多元文化经历可

能会减少偏见和歧视(Tadmor et al., 2012), 增加个

体对他人的广义信任(Cao et al., 2013), 提高创造力

(Leung et al., 2008), 更能容忍不确定性(Adair & 

Xiong, 2018) 和 看 似 矛 盾 的 科 学 陈 述 (Hu et al., 

2020)。从人机互动的角度而言, 人们对机器人的反

应往往类似于对人类外群体(例如, 移民或少数民

族)的反应(Smith et al., 2021)。比如, 与人类外群体

相似, 机器人可能也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或对人类造

成身体上的伤害(de Graaf & Allouch, 2016; Nam, 

2019), 从而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排斥心理 ; 人们还

认为机器人的价值观与人类不同 , 在道德困境中 , 

机器人被认为会做出比人类更功利主义的道德决

策, 例如将失控的电车引向只会杀死一人而不是五

人的轨道(Malle et al., 2015)。而多元文化经历会通

过“认知冻融(epistemic unfreezing)”来打破对外群

体的偏见和歧视, 因此这一效应也可能扩展到机器

人这一外群体身上。也就是说, 多元文化经历更丰

富的个体会以更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机

器人。 

除此之外, 正如前文所述, 多元文化经历的另

一大优势是会提升个体的认知灵活性(Tadmor et al., 

2006), 不受固着思维的束缚, 拓宽认知边界, 这种

灵活性也会使个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甚至可

能拓宽个体的同理心和理解范围(Park & Yu, 2017), 

使他们更有可能把机器人视为值得关心和尊重的

对象; 这种灵活性也可能延伸到道德领域, 如创造

性 会 提 升 个 体 道 德 判 断 的 灵 活 性 (Pizarro et al., 

2006)。对于多元文化经历更丰富的个体而言, 他们

的认知更灵活而不僵化。对于机器人这样一种新异

事物, 具有丰富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打破

机器人只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这样一种狭隘的认

知, 更有可能将机器人视作“类人”的生物实体, 将

其纳入道德考量的范围并对其做出更多的利他行

为。据此, 我们提出假设 1：多元文化经历促进人

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1.4  多元文化经历促进人类对机器人利他行为

的心理机制——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  

心智知觉(mind perception)是影响人类对机器

人利他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Tanibe et al., 2017)。人

们在不同的实体中都能感知到心智, 包括人类、非

人 类 ( 例 如 动 物 等 ) 和 非 生 命 体 ( 例 如 机 器 人 等 ) 

(Gray et al., 2007)。Gray 等人(2012)认为人们从两

个维度感知心智：体验性(experience), 即拥有感知

情绪体验的能力, 如感觉到饥饿、恐惧、痛苦、快

乐和意识等; 能动性(agency), 即拥有主观意图去

做出行为的感知能力, 如自控、判断、交流、思考

和记忆等。研究也揭示了心智知觉与道德判断有显

著的关联：对于感知到具有体验性心智能力的实体, 

人们会赋予其更多的道德权益(moral rights); 对于

感知到具有能动性心智能力的实体, 人们会赋予其

更多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Gray et al., 

2012)。 

对于日益更新迭代的人机交互模式而言, 多元

文化经历更丰富的个体更有可能想象机器人具有

“类人”的心理特征, 改变对机器人的态度, 提升其

对机器人的心智知觉。如上文所述, 多元文化经历

的人有更高的创造力和认知灵活性, 对世界及事物

的多元性有更丰富的感知, 对变化与不确定性有更

强的适应性和安全感。这些更丰富的感知度、创造

力与灵活性会使个体增加对新事物的接纳、尊重和

应用, 这同样会体现在人类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上, 

尤其是面对机器人需要帮助的情境时, 更能够激发

人类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经

历会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与歧视, 更少以刻板的特

征对某个群体进行不公正的判断。因此, 多元文化

经历更丰富的个体可能更能摆脱“机器人只能是机

器 ” 的 刻 板 印 象 , 并 减 少 对 机 器 人 “ 非 人 化

(dehumanization, 即对人类基本特征的否定)”倾向, 

从而更倾向于将机器人纳入内群体并赋予机器人

以人的特性。根据心智感知理论, 一旦人类对机器

人的感知相似度(perceived similarity)增加, 并产生

试图与机器人建立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on)的动

机时, 便会触发心智感知(Waytz et al., 2010), 即认

为机器人更加富有思想与情感。再者, 多元文化经

历更丰富的个体在更广泛的情境中具有较高的广

义信任, 在机器人情境下, 这种广义信任可能使得

人类不再倾向将智能机器人视为威胁, 而对其持有

更友善、平等、开放的态度, 从而更倾向于赋予机

器人以更多的人类心智特征。 

另外, 根据以往研究, 多元文化习得促使个体

更加强调关爱、公正和平等主义等保护个体权益的

价值观(Hu et al., 2020), 进而会更多地增加知觉到

的机器人道德权益 , 使人与机器人的关系更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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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认为多元文化经历可以提

升机器人的“主体(agent)”地位, 但此主体并非道德

主体(moral agent), 而是指机器人有资格成为有心

智的主体并能够获得道德权益。而以往研究也表明, 

增加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则会进一步赋予机器人

人 格 地 位 , 并 增 加 对 机 器 人 的 利 他 行 为 (Tanibe 

et al., 2017)。因此, 当我们探讨人类如何对待机器

人时, 感知到的机器人的心智知觉将是一个重要维

度, 显著影响后续人们是否会对机器人做出利他行

为。据此, 我们提出假设 2：多元文化经历通过提

高对机器人的心智知觉, 进而提高对机器人的利他

行为(见图 1)。 

 

 
 

图 1  本研究理论模型图 
 

1.5  多元文化经历提升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跨

文化普适性 

综上所述, 本研究希望探究多元文化经历对机

器人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心理机

制。除此之外, 本研究也将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是否

存在显著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即多元文化经历通过

心智知觉提升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这一逻辑链条

在不同文化中是否存在可推广性。已有研究表明, 

文化是影响人机交互过程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 

人们对机器人的态度和行为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

例如, 相较于西方被试, 日本被试对机器人的刻板

印象更积极(Kaplan, 2004), 但也有研究表明, 虽然

日本被试对传统机器人的评价比西方被试高, 但对

于 高 度 拟 人 化 的 机 器 人 , 这 种 情 况 则 刚 好 相 反

(Bartneck, 2008)。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民众(如美国), 

东亚国家的民众(如日本)对机器人的接受度更低

(Sakuma et al., 2019), 而对于机器人的接受程度本

身也会影响到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Nielsen et al., 

2022)。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 文化差异在人际

交互过程中并不重要 , 有综述回顾了 2015 年至

2020 年的相关文献, 对比了西方被试和日本被试

对机器人的态度和行为, 结果发现文化间的共性多

于差异(Smith et al., 2021)。因此, 不同文化如何塑

造了人们对机器人的态度和交互模式, 仍然存在一

定的争议空间。为了进一步明确文化在人机交互中

的作用, 尤其是个体的母文化(home culture)背景是

否影响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本研究将收集西方文

化被试的数据, 与中国被试进行跨文化比较, 以验

证本研究所建立的“多元文化经历−心智知觉−对机

器人的利他行为”这一中介模型具有文化普适性还

是文化差异性(见图 1)。 

2  研究 1：多元文化经历提高对机
器人的利他行为：心智知觉的中
介作用 

研究 1 旨在通过问卷法初步验证多元文化经历

和对机器人利他行为间的正向关系, 探索心智知觉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并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对本研

究的假设进行检验, 以探究多元文化经历−心智知

觉−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这一模型是否存在跨文

化的普适性。 

2.1  研究 1a：中国样本 

研究 1a 的目的是初步探究在中国文化情境下, 

多元文化经历更丰富的个体是否对机器人有更高

的心智知觉, 从而更愿意对机器人做出利他行为。

研究 1a 采用问卷法, 测量被试的多元文化经历、对

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心智知觉和人口学变量, 初步

构建心智知觉在多元文化经历和对机器人的利他

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2.1.1  方法 

(1) 研究对象 

参考 Lu 等(2017)人的研究, 本研究在网络平台

上招募海外生活经历 6 个月以上的中国籍留学生被

试, 利用在线平台“问卷星”发放问卷。在问卷中设

置“此题请选择 x 选项”的注意力检测题, 共回收有

效数据 266 份, 剔除掉极端值、作答时间过短、回

答过于一致、国外生活经历小于 6 个月的问卷后, 

纳入分析的有效数据 217 份, 包括 103 名男性, 114

名女性, 平均年龄为 25.64 岁(SD = 3.91), 95.4%被

试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

表(Adler et al., 2020)测得的被试的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平均层数为 6.24 (SD = 1.61)。 

(2) 研究程序 

在被告知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以及数据信息

的安全保障后, 被试填写知情同意书, 然后被试填

写多元文化经历量表、心智知觉量表、对机器人的

利他行为, 呈现顺序随机, 最后被试报告了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信息。 



150 心    理    学    报 第 56 卷 

 

(3) 测量工具 

①多元文化经历 

采用多元文化经历量表(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Scale, MES; Aytug et al., 2018)的中文改编版, 量表

结构包括多元文化暴露(如“观看不同文化的电影”)

和多元文化互动(如“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聊天”)两

个维度, 共 10 个项目, 采用 6 点计分(1 = “频率很

低”, 6 = “频率很高”)。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多元文

化经历越丰富。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6, 2 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9

和 0.88。 

②心智知觉 

采 用 心 智 归 因 量 表 中 的 心 智 知 觉 分 量 表

(Perceived Mind Scale, PMS; Waytz et al., 2010; 

Shank & DeSanti, 2018)的中文版, 项目示例如“机

器人有自己的思想”, 共 7 个项目, 量表采用 7 点计

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

示被试认为机器人的心智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③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意愿 

选择两个描述机器人需要帮助的图片情境材

料(Thellman et al., 2017), 分别为：“家用机器人

Doppy 并不擅长做饭, 每次做饭 Doppy 都很苦恼” 

(见图 2); “Doppy 在做家务时不小心打碎了玻璃杯” 

(见图 3)。每个情境材料后要求被试选择其在多大

程度上愿意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机器人, 采用 6 点计

分(1 = “非常不愿意”, 6 = “非常愿意”)。分数越高表

示被试对机器人的帮助意愿越强。两个情境材料的

利他行为测量高度相关, r (2) = 0.75, p < 0.001。 

④人口学变量 

现有研究对个体的自身特征对机器人利他行

为的研究尚不充分, 但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特征可能

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边界, 从而影响个体是否对其赋 

 
 

图 2  情景材料 1 
 

图 3  情景材料 2 

 
予道德地位, 进而影响是否对其做出利他行为。儿

童(McGuire et al., 2022)和女性(Caviola et al., 2019)

的道德圈相对较大, 而感知到的经济地位差距可能

会缩小人们的道德圈(Kirkland et al., 2022)。因此本

研究收集了被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 

2.1.2  结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采用问卷收集, 故采用探索性

因素分析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周浩, 龙立荣, 2004)。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

法, 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 31.99%, 小于

40%。因此, 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多元文化经

历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r = 0.20, p = 0.003); 心智

知觉(r = 0.42, p < 0.001);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r = 

0.35, p < 0.001)显著正相关。心智知觉除了和多元

文化经历与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45, p < 0.001), 同时和年龄(r = 0.24, p < 0.00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r = 0.21, p = 0.002)显著正相关。

除此之外 ,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和年龄(r = 0.22, 

p = 0.001)显著正相关, 与最高学历显著负相关(r = 

−0.15, p = 0.024)。 

 
表 1  中国样本的多元文化经历、心智知觉、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Cronbach’s α 1 2 3 4 5 6 

1 性别 0.48 0.50 − −           

2 年龄 25.64  3.91 − 0.03 −      

3 最高学历 5.36  0.66 − 0.04 0.04 −    

4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6.24  1.61 − −0.15* 0.08 −0.08 −   

5 多元文化经历 4.56  0.86 0.86 0.06 0.10 −0.09 0.20** −  

6 心智知觉 3.86  1.68 0.93 −0.06 0.24*** −0.06 0.21** 0.42*** − 

7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4.56  1.30 − −0.02 0.22** −0.15* 0.12 0.35*** 0.45***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性别: 男 = 1, 女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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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样本的中介模型(N = 217) 

变量 

心智知觉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控制变量：     

性别  −0.23 (0.21)   −0.05 (0.16) 

年龄  0.08 (0.03) **  0.04 (0.02) * 

最高学历  −0.07 (0.15)  −0.24 (0.12) *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11 (0.07)  −0.01 (0.05) 

预测变量：     

多元文化经历 0.82 (0.12) *** 0.74 (0.12) *** 0.30 (0.10) ** 0.29 (0.10) ** 

中介变量：     

心智知觉   0.29 (0.05) *** 0.26 (0.05) *** 

R2 0.17 0.23 0.24 0.26 

ΔR2 0.17 0.21 0.23 0.25 

F 45.29*** 12.78*** 32.96*** 12.43*** 

注: * p < 0.05, **p < 0.01, ***p < 0.001 

 

(3) 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 SPSS 26.0 的 PROCESS 插件(Hayes & 

Scharkow, 2013)中的模型 4, 建立心智知觉在多元

文化经历与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以多元文化经历为自变量,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作

为因变量, 以机器人心智知觉为中介变量, 并纳入

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 2)。 

未纳入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4 所示。

采 用 Bootstrap 分 析 考 察 心 智 知 觉 的 中 介 作 用

(Hayes & Scharkow, 2013), 样本量选择 10000, 95%

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14, 0.35], 不包括 0, 中

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表 3 所示。 
 

 
 

图 4  未纳入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注：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p < 0.01, ***p < 0.001。 

 

纳入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5 所示。采

用 Bootstrap 分析考察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Hayes 

& Scharkow, 2013), 样 本 量 选 择 10000, 95% 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12, 0.34], 不包括 0, 中介

效应显著。此外, 性别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均不显著(ps > 0.770), 而年龄与最高学历效应显著

(ps < 0.048), 具体体现为年龄越高, 对机器人的利

他行为越多; 最高学历越高,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越少。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表 3 所示。 
 

 
 

图 5  纳入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注：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p < 0.01, ***p < 0.001。 

 
表 3  中国样本的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分

析及效果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效果量(%) 
95%的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未纳入控制变量         

直接效应 0.30 57 0.10 0.50 

间接效应 0.23 43 0.14 0.35 

总效应 0.53     

纳入控制变量      

直接效应 0.29 58 0.004 0.09 

间接效应 0.21 42 0.12 0.34 

总效应 0.50      

 

2.1.3  讨论 

研究 1a 的结果表明多元文化经历正向预测对

人们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意愿, 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研究发现, 心智知觉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验

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2。具体而言, 多元文化经历越

丰富的个体, 对机器人心智能力感知越强, 从而有

更高的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意愿。但研究 1a 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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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中国文化样本, 接下来的研究 1b 将在西方文

化样本中检验这一模型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适性。 

2.2  研究 1b：西方样本 

研究 1b 的目的是考察多元文化经历通过心智

知觉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跨文化的

普适性。研究 1b 招募西方被试, 采用问卷法, 探究

西方文化情境下多元文化经历更丰富的个体是否

会有更高的心智知觉, 从而对机器人有更多的利他

行为。 

2.2.1  方法 

(1) 研究对象 

通过网络平台招募国外具有海外经历 6 个月及

以上的被试, 利用在线平台“Mturk”发放问卷。在问

卷中设置“此题请选择 x 选项”的注意力检查题, 共

回收有效数据 354 份, 剔除极端值、删去国外生活

经历大于年龄的虚假作答、删去国外生活经历小于

26 周的问卷后纳入分析的有效问卷共 313 份, 其中

男生 192 人, 女生 120 人。77%的被试年龄在 25~40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33.94 岁(SD = 7.92), 84.1%的

被试最高学历为本科学历及以上, 被试的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平均为 5.13 层(SD = 0.95)。 

(2) 研究程序 

研究 1b 为研究 1a 的英文版, 研究材料与研究 1a

相同。被试在阅读完知情同意书后填写了多元文化经

历量表、心智知觉量表、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三个

量表的呈现顺序随机, 最后被试报告了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信息。 

(3) 测量工具 

研究 1b 的问卷使用研究 1a 的英文版量表, 收

集了多元文化经历量表、心智知觉量表、对机器人

的利他行为和其他人口学变量数据(性别、年龄、

最高学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多元文化经历量

表和心智知觉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8、0.90, 两个情境材料显著正相关(r = 0.36, p < 

0.001)。 

2.2.2  结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采用问卷收集, 故采用探索性

因素分析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 周 浩 , 龙 立 荣 , 2004) 。 使 用 SPSS 26.0, 采 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 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

释率为 36.45%, 小于 40%。因此, 本研究数据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对西方样本的数据进行描述性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 

对西方样本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和中国样本

类似, 多元文化经历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r = 0.28, 

p < 0.001)、心智知觉(r = 0.65, p < 0.001)和对机器

人的利他行为(r = 0.56, p < 0.001)显著正相关, 且

相关系数更高。心智知觉除了与多元文化经历显著

正 相 关 , 还 和 主 观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r = 0.27, p < 

0.001)、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r = 0.50, p < 0.001)显

著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更高, 但西方样本的心智知

觉与年龄不存在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 西方样本

中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

正相关(r = 0.46, p < 0.001), 但和年龄、最高学历无

显著相关。 

(3) 西方样本的心智知觉中介作用检验 

使用 SPSS 26.0 的 PROCESS 插件(Hayes & 

Scharkow, 2013)中的模型 4, 建立西方样本的心智

知觉在多元文化经历与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之间

的中介模型。以多元文化经历为自变量, 对机器人

的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 以机器人心智知觉为中介

变量, 以性别、年龄、最高学历、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为控制变量(见表 5)。 

 
表 4  西方样本的多元文化经历、心智知觉、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和控制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Cronbach’s α 1 2 3 4 5 6 

1 性别 0.62 0.49 −             

2 年龄 33.95 7.92 − −0.15**           

3 最高学历 5.13 0.95 − −0.08 0.06         

4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7.48 1.86 − −0.02 −0.05 −0.03    

5 多元文化经历 4.69 0.77 0.88 −0.01 0.06 0.10 0.28***   

6 心智知觉 5.21 1.12 0.90 −0.02 −0.01 0.05 0.27*** 0.65***  

7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4.70 0.83 − −0.02 −0.05 0.10 0.46*** 0.56*** 0.50*** 

注：性别: 男 = 1, 女 = 0;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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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西方样本的中介模型(N = 313) 

变量 

心智知觉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控制变量：     

性别  −0.04 (0.10)   0.04 (0.07) 

年龄  −0.01 (0.01)   −0.01 (0.004)  

最高学历  −0.01 (0.05)  −0.06 (0.04)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5 (0.03)  −0.14 (0.02) *** 

预测变量：     

多元文化经历 0.95 (0.06) *** 0.92 (0.07) *** 0.44 (0.06) *** 0.36 (0.06) ** 

中介变量：     

心智知觉   0.17 (0.04) *** 0.14 (0.04) *** 

R2 0.42 0.43 0.35 0.44 

ΔR2 0.42 0.42 0.34 0.43 

F 228.78*** 46.65*** 82.26*** 40.08*** 

注：**p < 0.01, ***p < 0.001。 

  

未纳入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6 所示。

采 用 Bootstrap 分 析 考 察 心 智 知 觉 的 中 介 作 用

(Hayes & Scharkow, 2013), 样本量选择 10000, 95%

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5, 0.29], 不包含 0, 中

介效应显著,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表 6 所示。相

对而言, 西方样本的中介模型的间接效应小于中国

样本的间接效应。 

纳入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7 所示。采

用 Bootstrap 分析考察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Hayes 

& Scharkow, 2013), 样本量选择 10000,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4, 0.25], 不包含 0, 中介

效应显著。此外, 被试的性别、年龄最高学历的效

应均不显著(ps > 0.09),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效应显 
 

 
 

图 6  西方样本未纳入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注：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p < 0.001。 

 

 
 

图 7  西方样本纳入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注：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p < 0.001。 

表 6  西方样本的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分
析及效果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效果量(%) 
95%的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未纳入控制变量     

直接效应 0.44 72 0.31 0.56 

间接效应 0.17 28 0.05 0.29 

总效应 0.61    

纳入控制变量     

直接效应 0.36 73 0.24 0.49 

间接效应 0.13 27 0.04 0.25 

总效应 0.49    

 

著(p < 0.001), 具体而言体现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越高,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越多。直接效应与间接

效应如表 6 所示。相对而言, 西方样本的中介模型

的间接效应小于中国样本的间接效应。 

2.2.3  补充分析：中西模型差异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多元文化经历提升对机器人

的利他行为及其心理机制是否在不同文化间存在

差异, 综合研究 1a 和研究 1b 的中西文化样本数据, 

使用 SPSS 26.0 的 PROCESS 插件 (Hayes & 

Scharkow, 2013)中的 model 59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 检验中西文化是否对中介模型存在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见表 7)。采用

Bootstrap 分析考察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Hayes & 

Scharkow, 2013),  样本量选择 10000,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在中国和西方条件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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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西样本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N = 530) 

变量 

心智知觉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未纳入控制变量 纳入控制变量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控制变量：     

性别  −0.10 (0.10)   0.02 (0.08) 

年龄  0.01 (0.01)   0.0003 (0.01)  

最高学历  −0.03 (0.06)  −0.01 (0.05)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8 (0.03)  0.09 (0.02) *** 

预测变量：     

多元文化经历 0.82 (0.09) *** 0.78 (0.09) *** 0.30 (0.08) *** 0.28 (0.04) *** 

中西文化 0.62 (0.60) 0.60 (0.60) −0.33(0.46) −0.30 (0.46) 

多元文化经历×中西文化 0.13 (0.13) 0.11(0.13) 0.13 (0.11) 0.12 (0.12) 

心智知觉×中西文化     −0.11 (0.08) −0.12 (0.07) 

中介变量：         

心智知觉     0.29 (0.04) *** 0.27 (0.04) *** 

R2 0.41 0.42 0.28 0.30 

ΔR2 0.41 0.41 0.27 0.28 

F 122.48*** 54.20*** 40.66*** 24.76*** 

注：***p < 0.001。 
 

[0.06, 0.30]和[0.14, 0.36], 不包含 0, 中介效应显

著。但文化对三条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ps > 

0.11 (见图 8)。纳入控制变量后, 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在中国和西方条件下分

别为[0.04, 0.27]和[0.13, 0.35], 不包含 0, 中介效应

显著。文化对三条路径的调节作用依然不显著, ps > 

0.110 (见图 9)。此外, 被试的性别、年龄和最高学 
 

 
 

图 8  未纳入控制变量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注：图中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 ***p < 0.001。 

 

 
 

图 9  纳入控制变量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注：图中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 ***p < 0.001。 

历的效应均不显著(ps > 0.751), 主观经济地位效应

显著, p < 0.001。因此在中西文化中, 多元文化经历

提高心智知觉, 从而提高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这一

效应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 

2.2.4  讨论 

研究 1b 旨在探究多元文化经历提升对机器人

利他行为及心智知觉在其间的中介模型的跨文化

普适性。结果发现多元文化经历的主效应显著, 即

多元文化经历越丰富, 越能预测更高的对机器人的

利他行为, 且心智知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显著, 通

过跨文化样本重复验证了研究 1a 的发现。同时, 结

果表明未发现多元文化经历与中西文化背景存在

交互作用。 

总体而言, 研究 1 存在若干局限。首先, 本研

究在测量对机器人利他行为中用到的图片和指导

语(如：“每次做饭 Doppy 都很苦恼”)可能本身预设

了机器人拥有心智, 这可能会对心智知觉和对机器

人利他行为的测量产生干扰, 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

中采用了自我报告的量表测量来弥补不足。另外, 

研究 1 是从横断研究的层面反映了核心变量之间的

相关模式, 而非因果推论。因此, 研究 2 将通过实

验法操纵多元文化经历来探究因果机制。 

3  研究 2：多元文化经历提高对机
器人利他行为的因果实验 

研究 1 用问卷法初步探索了心智知觉在多元文

化经历和机器人利他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 2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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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回忆范式(recall paradigm)进一步探索多元文化

经历与心智知觉和机器人利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

系。另外, 研究 1 并未区分心智感知的具体维度, 即

能动性与体验性, 无法更深入了解心智感知的分维

度对主效应的不同解释机制。我们推测, 在人类对

机器人实施利他行为时, 由于人类的角色是道德主

体, 而机器人的角色是道德客体, 所以机器人体验

性的增加会使人类对机器人有更多的利他行为。研

究发现, 当人们对机器人做出帮助行为时, 会认为

机器人有更多体验快乐的心智属性(Tanibe et al., 

2017), 即体验性的感知。所以, 相对于能动性, 体

验性可能更加提升了人们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3.1  方法 

3.1.1  研究对象 

通过网络平台招募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中国被

试, 利用在线平台“问卷星”进行线上回忆启动实验, 

通过注意力检查题的答卷共 323 份, 剔除极端值、

删除未曾去过外国国家的被试、主观题内容不符合

指示语要求、回答无意义字符、直接复制网页内容

等无效问卷后, 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问卷共 249 份, 

其中男性 162 人, 女性 87 人, 平均年龄为 25.96 岁

(SD = 4.49)。94.8%的被试最高学历是本科生, 被试

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 6.41 层(SD = 1.33)。被试被

随机分配为三组, 最后多元文化经历组被试 87 个、

家乡文化经历组 83 个、日常生活对照组 79 个。 

3.1.2  实验程序 

我们告知被试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以及数据

信息的安全保障后, 请被试填写知情同意书。在阅

读指导语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3 个实验条件组：多

元文化经历启动组、家乡经历启动组和日常生活

组。当被试阅读完启动材料后, 要求被试写下 100

字描述其回忆到的国外生活经历/家乡生活经历和

日常生活。随后被试填写操纵检验量表、心智知觉

量表以及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问卷, 三个测量的顺

序随机呈现。最后, 被试报告了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信息。 

3.1.3  多元文化经历启动 

根 据 以 往 研 究 (Lu et al., 2017; Maddux & 

Galinsky, 2009), 本实验共设置 3 种条件, 多元文化

经历组、家乡文化经历组和日常生活对照组, 后两

组均为对照组。家乡文化经历作为多元文化经历的

文化经历控制组, 日常生活对照组是不涉及文化经

历的控制组。采用回忆范式, 要求多元文化经历组

回忆“您曾去过的一个外国国家, 详细描述一下您

在国外生活的那段时间都有哪些生活经历。比如, 

在那个国家经常发生什么事, 您遇到了哪些人, 您

在国外生活是什么感受, 您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并写下不少于 100 字的描述。家乡文

化经历组的指导语是“请您回忆您的家乡, 详细描

述一下您在家乡生活的那段时间都有哪些生活经

历。比如, 在家乡经常发生什么事, 您遇到了哪些

人, 您在家乡生活是什么感受, 您看到了什么、做

了什么 , 想到了什么”, 日常生活对照组的指导语

是“请您回忆并详细描述下您上一次去超市的经

历”, 两组均被要求写下不少于 100 字的描述。 

3.1.4  测量工具 

(1) 操纵检验 

设置 3 道操纵检验题目, 分别是“我和国外文

化的人接触很多” “我和国外文化的事物接触很多

(比如电影、音乐、书籍等)” “我对探索国外的文化

风格很有兴趣”。3 道题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0。 

(2) 心智知觉 

采用 Yam 等人(2021)编制的心智知觉量表, 分

为主体性和经验性两个维度。主体性包括“机器人

会思考”等共 4 个项目, 经验性包括“机器人能感觉

到疼痛”共 4 个项目, 均采用 6 点计分(1 = “非常不

同意”, 6 = “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被试认为机

器 人 的 心 智 程 度 越 高 。 本 研 究 中 总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8, 两 个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7 和 0.88。 

(3)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考虑到研究 1 中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的材料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人格化机器人而对被试的利他行

为产生干扰, 因此研究 2 采用自编的对机器人的利

他量表, 共 5 个项目, 分别为“我常会为机器人做一

些好事” “当机器人遇到困难时, 我会去帮助机器

人” “我有时会顾及机器人的感受, 为机器人着想” 

“我愿意做出行动来保障机器人的权益” “我觉得如

果能加入机器人保护组织当一名志愿者是不错的

选择”, 采用 6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 6 = “非常

符合”)。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4) 人口统计学变量 

收集了性别、年龄、最高学历、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等人口学变量。 

3.2  结果 

3.2.1  操纵检验 

以组别为自变量, 操纵检验为因变量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三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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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246) = 3.65, p = 0.032, η2
p = 0.29 。 事 后

Bonferroni 检验表明, 多元文化启动组(M = 5.16, 

SD = 0.63)的多元文化经历得分显著高于日常文化

控制组(M = 4.89, SD = 0.71, p = 0.031), 而和家乡

文化启动组(M = 4.97, SD = 0.66, p = 0.183)不存在

显著差异, 说明多元文化经历启动成功。 

3.2.2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以组别为自变量, 对机器人的利他量表得分为

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不显著, F(2, 246) = 

2.18, p = 0.120。多元文化启动组(M = 4.85, SD = 

0.73)的利他行为与日常生活控制组(M = 4.59, SD = 

0.96)和家乡文化启动组(M = 4.67, SD = 0.84)间的

差异不显著, 事后的 Bonferroni 检验表明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 ps > 0.130。 

3.2.3  心智知觉 

以组别为自变量, 心智知觉量表总得分为因变

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未显著, F(2, 246) = 1.26, 

p = 0.26。事后检验表明家乡文化启动组(M = 3.73, 

SD = 1.13)的心智知觉与多元文化启动组(M = 3.63, 

SD = 1.23)和日常生活控制组(M = 3.44, SD = 1.07)

间的差异不显著, 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ps > 0.954。 

和预期假设不一致的是, 以组别为自变量, 能

动性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边

缘显著, F(2, 246) = 2.32, p = 0.10, η2
p = 0.02。家乡经

历启动组(M = 4.37, SD = 1.12)的心智知觉与日常

生活启动组(M = 4.01, SD = 0.99)和多元文化控制

组(M = 4.31, SD = 1.25)间的差异不显著, 事后检验

表明不存在显著差异, ps > 0.130。而以体验性维度

得分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不显著, F(2, 

246) = 0.48, p = 0.622。 

3.2.4  中介模型 

使用 SPSS 26.0 的 PROCESS 插件(Hayes & 

Scharkow, 2013)中的模型 4, 样本量选择 10000。由

于心智知觉中仅能动性维度边缘显著, 因此建立心

智知觉的能动性在多元文化经历与对机器人的利

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以多元文化经历为自变量, 

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 以能动性为中介

变量 , 建立中介模型。结果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

(p = 0.143), 中介效应也不显著, 95%的 Bootstrap 置

信区间分别为[−0.10, 0.01], 包括 0。 

3.3  讨论 

本研究对多元文化经历进行实验操纵, 旨在验

证多元文化经历与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因果关系, 并

探索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多元文化经历

的实验操纵成功, 多元文化经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

的主效应未达到显著, 未能验证本文的假设 1。但

和预期假设不一致的是, 本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经历

对心智知觉能动性的影响边缘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相对于体验性, 多元文化经历丰富的人们更

可能感知到机器人拥有主体能动性。由于本研究是

线上启动实验, 存在作答环境等无法控制的额外变

量的干扰 ,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结果未达到显

著。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多元文化经历提高对机器人

的利他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证据, 并表明能动性和

体验性可能存在不同的中介作用。 

4  总讨论 

4.1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研究 1 通过线上问卷的方式, 在中西方文化下

收集数据, 初步验证了多元文化经历对机器人利他

行为正向预测作用, 并发现心智知觉在二者中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 这一结论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具

体而言, 多元文化经历程度越高的个体, 越有可能

认为机器人有心智能力, 从而提升对机器人的利他

行为意愿, 初步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研究 2 对

多元文化经历进行实验操纵, 尽管结果未达到显著, 

但多元文化经历组的利他行为水平有高于控制组

的趋势,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多元文化经历可能提

高人们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和对机器人能动性的

感知。 

本研究对社会心理学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主

要有如下几点贡献。首先, 本文首次探讨了多元文

化经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提升作用, 并通过中西

文化样本证实了我们的核心假设。以往研究大多从

机器人自身的物理和行为特征来探讨人类对机器

人的利他行为(如 Somanader et al., 2011), 鲜有研究

从人类的自身特征或个体差异来探讨。本研究则选

取了一个能够促进个体的开放性、认知灵活性、对

新颖事物接受程度的重要变量——多元文化经历, 

探究其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了多元文化经历的社会心理后果的研究证据, 

并将其引入到人工智能心理学的领域, 丰富了多元

文化经历的理论内涵, 发现了多元文化经历可能带

来的“下游效应(downstream effects)”, 并为何种因

素会提升人类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研究做出原创

贡献。 

其次, 本研究从心智感知理论的视角, 发现多

元文化经历通过增加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 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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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揭示了多元文化经历如何

影响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以往研究发现了

心 智 知 觉 影 响 对 机 器 人 利 他 行 为 (Tanibe et al., 

2017), 但未探究何种文化因素会影响人们对机器

人的心智知觉。多元文化经历这一变量的引入在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丰富了心智感知理论领

域相关的研究。 

最后, 本研究探索了心智知觉在多元文化经历

和对机器人利他行为行为间中介模型的跨文化普

适性。以往有诸多研究发现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存

在一定的文化差异(Bartneck et al., 2005; Dang & 

Liu, 2021; 许丽颖, 喻丰, 2020), 虽然本文并未发

现多元文化经历与中西文化背景的交互作用, 但发

现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中西文化差异：西方文化

下的被试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显著高于中国文化

下的被试。这可能是因为西方对机器人的接受度要

比中国人更高(Sakuma et al., 2019), 从而导致对机

器人的利他行为更高。 

4.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只在相关模式的层

面发现了多元文化经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提升, 

因果层面的验证由于线上实验干扰因素多的局限

仅得到了边缘显著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采

用更为有效的多元文化经历启动范式, 考察对心智

知觉不同维度的具体影响、改进对机器人的利他行

为的测量方法, 并进行多次严格的重复实验, 通过

元分析的技术验证该效应是否稳健。此外, 在研究

1b 的设计中, 没有考虑中西方文化被试在利他行

为意愿上可能本来就存在差异, 比如西方人可能更

愿意帮助陌生人, 中国人可能更愿意帮助亲人朋友, 

这可能也会影响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这在之后的

研究中应予以考虑。除此之外, 本研究是从多元文

化经历的积极后果探讨其对机器人利他行为的影

响, 但多元文化经历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后果(胡晓

檬 等 , 2021), 比如多元文化适应不佳的个体, 可

能更觉得机器人是个冲击和威胁, 挑战了人类的权

威和道德地位, 将其视为外群体并对其持排斥态度

等。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讨什么条件下多元文

化经历会使人们对机器人产生积极态度, 什么条件

下产生消极态度, 或者持有矛盾态度。另外, 本研

究虽然排除了一些控制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但

还存在一些其他可能的额外变量, 如友善与共情能

力, 可能对实验的主效应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未

来研究应探讨除心智知觉外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 

进一步拓展解释机制。 

5  结论 

综合 2 个研究的结果, 初步证明个体的多元文

化经历对机器人利他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且心

智知觉在二者中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线上启动实验

研究虽未能证实因果机制 , 但存在符合假设的趋

势。另外, 中介模型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以

上研究证据表明, 增加个体的多元文化暴露或多元

文化互动 ,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机器人的心智知觉 , 

从而进一步提高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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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The 

question of how humans and robots can better work together has become a pressing concern for social 

psychologists.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s a two-way process, and research has explored how robots can better 

serve humans. Whether humans share the same moral concern or even act altruistically toward robots is critical, 

as it will feed in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the stability of human societ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which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shape people'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accord robots moral status, i.e., 

whether they are believed to deserve the same rights and benefits as humans and to perform more altruistic acts 

toward them. Through two sub-studies and a causal study, the present work seeks to explore whether individual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enhance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and whether human mental perceptions of 

robots play a mediating role. 

Study 1a began with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which 217 valid participant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5.64 

years were collected in China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tar platform to measure their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mind perceptions,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o verify the model's 

cross-cultural generalizability that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enhance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Study 1b 

replicated the procedure of Study 1a on Mturk with 313 valid participants (mean age 33.94 years) using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from Study 1a. Finally, to infer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Study 2 recruited Chinese participants with six 

months or more of overseas experiences to prime participant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A total of 249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in Study 2, with a mean age of 25.96 ye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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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priming group, hometown experience 

primin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priming,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fill out the manipulation check scale, 

the Mind Perception Scale, and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Questionnaire, with the order of the three 

measures presented randomly. Finally,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information on a number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Study 1a found that individual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positively predicted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with mind perceptions playing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Study 1b found that this mediating chain was 

cross-culturally consistent across Chinese and Western participants, with no Chinese or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We infer that this effect has some degree of cultural generalizability. Study 2 found that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were manipulated successfully, but the main effect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on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work reveals that individual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increase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Specifically, the richer an individual'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perceive the 

robots as possessing mental perception. Thu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trigger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effect is to some extent cross-culturally generalizable. The results of our studie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identify possible “downstream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make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what factors enhance human altruistic behavior 

toward robots. 

Keywords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ltruistic behavior, mind perception, cultural 

universality 

  


